从敦煌残本考李峤《杂咏诗》的版本源流
段莉萍
摘要：《英藏敦煌文献》S555和《法藏敦煌文献》p3738残卷录有《李峤〈杂咏诗〉注》，这是迄今发现敦煌唐人诗集的唯一注本，殊为可贵。通过将敦煌本与庆大本、明铜活字本、《全唐诗》本相比较，从而对李峤《杂咏诗》的版本源流试作探讨，以此看唐代五言律诗的逐步定型、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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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的发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藏经洞所藏约达四万卷以上的敦煌遗书，给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的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大量的文学作品给我们展示了敦煌文学的千姿百态，有变文、讲经文、话本等说唱文学作品，也有传统的诗文作品，其中佚存的唐代诗歌作品正得到人们的逐渐关注。这些敦煌保存的唐代诗歌作品形式多样，有专集、选集、名篇珍本，佚诗残卷等，对我们研究唐代诗歌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李峤杂咏诗注》在敦煌保存的唐代诗歌作品中显得尤为注目，这是迄今发现敦煌唐人诗集的唯一注本，非常可贵。敦煌遗书中有两种抄本
：一是《英藏敦煌文献》s555正面抄写，存残诗17行，全无标题
，除第一句“光浮满月光”下注：银河即汉外，其他每两句诗下有注，据今本《佚存丛书》考知，该卷所抄诗句始《银》末三句，迄《布》，共六首又三句。二是《法藏敦煌文献》p3738残卷，存《羊》末二句，《兔》一首全，《凤》缺尾联，《鹤》仅存首联。咏《凤》诗前有“灵禽十首”一目，亦无标题，每两句诗句下也有注。
王重民先生据两残卷诗注相似，书法亦同，判断二者出于同书，后又据《佚存丛书》本《李峤杂咏》而知二残卷为李峤的《杂咏诗》，诗注也据佚存本推断为唐代的张庭芳所撰。再根据佚存本的子目与敦煌残卷本不同，推断大概二者为不同的版本[1]。黄永武先生曾著《敦煌所见李峤诗十一首的价值》[2]一文对残卷文字详加校勘，对我们理解李峤原始的才思和匠心，恢复李诗原本的面目，很有帮助。但遗憾的是有些地方略有瑕疵。徐俊先生又著有《敦煌写本〈李峤杂咏注〉校疏》对英、法、俄三个敦煌写本的注疏详加校疏，以求得对张注的原貌有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认识，很有学术价值[3]。本文从敦煌本李峤杂咏诗注与几种版本的比较入手，试对李峤《杂咏诗》的版本源流演变作一个大致的清理，以此看唐代五言律诗逐渐定型、成熟的过程。纰缪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
在对版本进行比较之前，有必要先对李峤及其一百二十首《杂咏诗》略作介绍。李峤，初唐时著名诗人，生于太宗贞观十九、二十年间（645——646），卒于开元二、三年间（714——715）[4]。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人，儿时梦人遗双笔，由是有文辞。弱冠擢进士第，授安定尉，举制策甲科。武后时，官凤阁舍人。每有大手笔，皆特命峤为之。累迁銮台侍郎，知政事，景龙中，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加修文馆大学士，封赵国公。明皇时被贬为滁州别驾，后改庐州。《新唐书》卷123评曰：“峤富才思，有所属缀，人多传讽。……然其仕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而为文章宿老，一时学者取法焉。”
李峤的一百二十首《杂咏诗》是指他大约在武周至神龙年间（具体时间下面再谈）创作的一组以单词为题，内容全是咏物的五言律诗。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云：“今所录一百二十咏而已，或题曰单题诗，有张方注。”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则云：“《杂咏诗》十二卷，单题诗一百二十首，张方为注，传于世。”傅璇琮先生认为《才子传》以《杂咏诗》十二卷、单题诗一百二十首分列，是错误的，“实则单题诗一百二十首即《杂咏》诗，见《全唐诗》卷五九、六○，皆以日、月、星、风等单词为题。《全唐诗》列为二卷，与佚存丛书本作二卷者亦同，则《才子传》作十二卷者并误，‘十’字当为衍文。”[7]
现存李峤的一百二十首《杂咏诗》的版本情况非常复杂，在日本大约有二十几种，胡志昂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除嵯峨天皇宸翰本为唐时古钞，其余各本当出于《日本见在书目》所录《李峤百廿咏》。这第一类本是日本古传李峤咏物诗单行本。源出此系统的《佚存丛书》本、《正觉楼丛书》本与《艺海珠尘》本等均出于此。其中日本今存的几种旧钞本中，以庆应义塾大学贵重书室藏本为最早古钞完本。第二类明刊三卷本，其中活字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景印《唐五十家诗集》本。第三类本均出于《全唐诗》[5]。敦煌残卷本与这三类本都有所不同，表现在白文、体例以及诗注方面，黄永武和徐俊两位先生曾对残卷详加校勘或校疏，今拟以庆应义塾大学贵重书室藏本（以下简称庆大本）、《唐五十家诗集》本（以下称为明铜活字本）、《全唐诗》本作为三类版本的代表与敦煌残卷本比较，以窥《杂咏诗》的几类版本的源流演变
。
                         二                                
下面从三个方面对这几种版本进行比较：首先，从诗句文字异同来看，敦
煌本和其他几种本子差异较大，笔者作过仔细的统计，就斯卷本的51句诗而言，敦煌本与庆大本有39句文字不同，12句文字相同；而与《全唐诗》本的文字差异更大，不同的有42句，相同的仅有9句。而庆大本比敦煌本稍接近于《全唐诗》本，相同的有27句，不同的有24句。明铜活字本与《全唐诗》本则几乎完全一样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所见的李峤《杂咏诗》的《全唐诗》本与敦煌本相差甚远，这中间一定有一个源流演变的过程。
其次，就体例而言，敦煌本与庆大本很接近，庆大本把这一百二十首五言律
诗分为十二部类，每类十首，分别为：乾象十首、坤仪十首、芳草十首、嘉树十首、灵禽十首、祥兽十首、居处十首、服玩十首、文物十首、武器十首、音乐十首、玉帛十首。庆大本每首诗在诗题下还有或详或略的题解。卷首有唐代信安郡博士张庭芳于天宝六年（公元747年）作的序。敦煌斯卷本的七首诗都在庆大本的玉帛部类，且前后次序与庆大本相同，从伯卷本有灵禽十首一目可知敦煌本也分部类，但与庆大本略有不同（庆大本灵禽部在祥兽部之前）。而敦煌本与《全唐诗》本的体例相差就大了，敦煌本的最后一首为《布》与庆大本同，明铜活字本各诗次序虽与庆大本略有不同，但亦以《布》殿后，而《全唐诗》本的次序与敦煌本、庆大本则有很大的不同，在《布》后是《舟》和《车》，最后一首是《兔》。并且，《全唐诗》本与明铜活字本都不分部类。从这可以看出：从敦煌本到《全唐诗》本，《杂咏诗》的体例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庆大本和明铜活字本则是中间的过渡形态。
再次，从诗注方面看，敦煌本与庆大本皆有诗注，敦煌本的注释较为简要，有的地方有残缺之处，而庆大本的有些诗注在文字上与敦煌本略有叠合，但往往其后还有“一本”注，则较为详细。如：伯卷3738号《羊》一诗的尾联“莫言鸿渐力，长牧上林隈。”注：“汉公孙弘、卜式皆以鸿渐（中缺）羊豕之间。式牧羊在山，上林花中。”庆大本的这两句诗与敦煌本文字没有异同，但其诗注相对于敦煌本的简明，则显得详细多了，其中有的地方与敦煌本大致相同。“公孙、卜式皆有鸿渐之力。卜式为中郎，布衣牧羊上林中也。一本，《汉书》赞曰：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弘渐之翼困于燕雀，远迹羊豕之间。卜式牧羊上林中，汉武帝见羊肥，即使问之。答曰：先除恶群者。理人亦然。乃拜侯代令也。”[9]局部的叠合可以证明这两个注本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同一个本子。再说所举此例的两句诗并无相异之处，其注都有所不同，而两个版本在诗句白文方面还有许多相异之处，其注就更异了，因此这就意味着敦煌注本与以庆大本为代表的张庭芳注本可能是两类不同的注本。《全唐诗》本与明铜活字本都无诗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类书类·事类赋》曰：“峤诗一卷，今尚存，然已佚其注。”
小结：以上我们从诗句白文的异同、诗的体例以及诗注三方面对四个版本进行了比较，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敦煌本与庆大本在许多方面较为接近，可以证明这两个本子形成时间较早，且较为接近。明铜活字本与《全唐诗》本则明显是后来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本子。从敦煌本到《全唐诗》本，这中间有一个源流演变的过程。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敦煌本与庆大本的底本形成时间的早晚问题，另一个是张庭芳与张方是否为同一人的问题。笔者就目前所搜集的材料试对这两个问题略作探讨。
                           三
在推测第一个问题前，有必要探讨注者张庭芳与张方是否为同一人。以前，研究者们倾向于二者为同一人的观点，但直至目前也未发现二者为同一人的明确记载，因此，还不能下明确的论断。我认为，目前似乎还不能肯定张庭芳与张方为同一人。
理由有二：其一，表现在两个注本诗句白文及诗注方面的较大差异。仅就斯555号的51句诗句而言，张庭芳注本（以庆大本为代表）的白文与敦煌本不同者有39句，而与《全唐诗》本不同者有24句。在诗注方面，由于白文不同，诗注亦异。如：《兔》诗的五、六句，敦煌本为“汉殿跧容伏，梁园隐迹微。”其注为：“《鲁灵光殿赋》曰：狡兔跧伏于跗侧。《西京记》曰：梁孝王有兔园以养兔。”而张庭芳注本（此指庆大本）的白文为：“汉月澄秋色，梁园映雪晖。”其注自然不同，庆大本载上句的注是：“月中有玉兔，月阴之精也。或成兽象兔也。”下句的注是：“《汉书》：梁孝王有园。《雪赋》曰：遊于兔园也。谢惠连《雪赋》曰：不乐，遊于兔园也。”可见：诗句白文的迥异导致了诗注的不同。如果庆大本所祖的是张庭芳原注本的话，敦煌写本的祖本就与张庭芳注本不一。
其二，就内地目前所见的李峤《杂咏诗》的著录及有关材料看，谈及注者时都为张方。《郡斋读书志》和《唐才子传》都明确写明是张方注；宋人朱翌所撰《猗觉寮杂记》载有一则佚文，现录如下：“梅用南枝事，共知《青琐》《红梅》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李峤云：‘大庾天寒少，南枝独早芳。’张方注云：‘大庾岭上梅，南枝落，北枝开。’南唐冯延巳词云：‘北枝梅蕊犯寒开。’则南北枝事其来远矣。”[6]这里也明确写明是张方注，并且其注、白文又和张庭芳注本（这里以庆大本为代表）不同。庆大本这两句诗为：“院树敛寒光，梅花独早芳。”注为：“言梅花腊月中，雪里开，故言敛寒、早芳也。”[7]这又可证明张方注与张庭芳注的底本及注本皆不同。这则佚文的注在风格上又与敦煌本直言其事的风格相似，似乎与敦煌注本为同一类本子。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庭芳与张方很有可能不是同一人，如果先认定敦煌本注是张方所注的话，那麽张方注与张庭芳注的底本及注本皆不同。要探讨它们之间的源流演变的问题，就需要对敦煌写本与张庭芳注本的底本时间早晚问题作一番考索。
                         四
关于敦煌底本与张庭芳注本的底本，孰早孰晚的问题，前人似无论及。为了理清李峤这一百二十首《杂咏诗》版本系统的源流演变，有必要弄清这两个版本产生的时间先后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先明确李峤创作这组五言律诗的时间。据葛晓音先生考证，这组诗应作于武周时期[8]。有诗句为证，如：“大周天阙路，今日海神朝”（《雪》）和“方知美周政，抗旆赋车攻”（《旌》）。葛先生还认为，“其诗题类似类书的编排，应与唐初以来大修类书的风气有关。”有论者进一步认为此诗应创于李峤主持修撰大型类书《三教珠英》之后，具体时间在702—705年间[9]。这样，我们有理由认定这组诗作于702—705年间。下面笔者试在此基础上对两个版本的早晚问题略作推测：
先介绍敦煌残卷的情况，伯3738号残卷正面为李峤杂咏诗，残存六行。其背面有“癸亥年正月廿二日得此文书记之人莫取来”一行字。斯555号卷子正面为李峤杂咏诗注，注末略后隐见跋尾“岁乙卯月林钟日列□较定”十余字；背面为唐人选唐诗，残存李义府侍宴咏鸟（见唐诗纪事），宋之问咏壁上画鹤，前乡贡进士樊铸上礼部李侍郎诗十首。
这就给我们推测写本时间提供了线索，大概是癸亥年正月廿二日抄书人得到此诗注，乙卯年林钟月（注：林钟月为六月）的某日为抄毕之时。从时间上看，两卷似不能先后衔接，疑伯卷本背面的题记为后来获得此卷者补题[10]。
那麽，到底哪一个版本的底本要早一些呢？哪一个版本更接近李诗的本来面目？我认为，敦煌残卷的底本显然要早于张庭芳注本的底本。理由有二：
首先，敦煌本在律诗体制构成的几个方面证明了它应早于张庭芳注本（即庆大本）的底本。
这要从五言律诗的形成、发展过程谈起。李峤所在时期正是五言律诗逐渐定型、成熟的时期，明人胡应麟曰：“五言律体，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坳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11]胡震亨也在《唐音癸签》中谈到律诗的发展过程，“自古诗渐作偶对，音节亦渐叶而谐，宫体而降，其风弥盛，徐庾阴何以及张正见、江总持之流，或数联独调，或全篇通稳。虽未有律之名，已寝具律之体。四子承之尚余拗涩。神龙而后，音对俱谐。”[12]可见，神龙年（705）前后是律诗基本定型的时期，也是李峤完成《杂咏诗》的时期。
李峤的一百二十首《杂咏诗》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首先，这一时期的诗坛一时出现了大量的咏物诗，在当时颇有诗名的董思恭，《全唐诗》卷六三存诗十九首，其中就有十三首为单题咏物诗，分咏日、月、星、风、云、雪、露、雾、虹、桃、李、弓、琵琶。《全唐诗》卷六五录有苏味道咏雾、虹、霜、井、石五首咏物诗。李峤的这一百二十首《杂咏诗》即产生于后，诗题和董诗都有相同之处，可见董诗对李诗的影响。这些咏物诗基本上都是五言律诗，从诗歌创作上反映了五言律诗的发展和繁荣。其次，从诗歌理论上看，这一时期出现的近体诗理论著作反映了人们对近体诗的认识已趋于成熟。上官仪作《笔扎华梁》二卷，论及作诗的对偶与病犯，稍后，元兢著《诗髓脑》一卷亦论诗之对偶与声律，元兢在此书中已自觉地将平声与上去入三声（仄声）相区别，同时还涉及到近体诗粘对之规则。681年，崔融作《唐朝新定诗格》三卷，从一联诗论诗之风貌特征与表现手法等。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现充分反映了人们对近体诗的认识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同时，这一时期大量类书的修撰又为李峤创作《杂咏诗》在体例上提供了范式。这一切皆为李峤创作《杂咏诗》准备好了条件。从某方面言，神龙年（705）前后完成的《杂咏诗》正是五言律诗基本定型的标志。
但是这一时期的律诗还不是成熟之作，在平仄、对偶、押韵几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合律之处。这在李峤《杂咏诗》敦煌残卷本尤为突出，而到了747年张庭芳作注时，此时的本子已被张庭芳称为“藻丽词清，调谐律雅”之作，再一次证明了两个版本的不同，并且，敦煌本应早于张庭芳注本。敦煌本不合律之处在张庭芳注本已合律了，如：《素》第四句，敦煌本为“上花雁初飞”，“上花”二字平仄不合，庆大本已改为：“雁足上林飞”。第七句，敦煌本为：“行看婕妤扇”，平仄不合，庆大本改为“非君下山路”，平仄乃合。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兹从简。另外，初唐时，格律未严，粘的规则尚未确定下来，因此，敦煌本还存在着失粘的现象，在庆大本已有改动。在对仗方面，敦煌本不合律之处在庆大本已改。如：《绫》一诗的三、四两句，敦煌本为：“落花遥写凤，飞鹤远图云”，其中，“遥”对“远”乃为同义对，这是诗家的大忌，即所谓的“合掌”现象。而在庆大本已改为“落花遥写雾，飞鹤近图云”，“遥”与“近”相对，已合对仗的有关要求。此诗五、六两句，敦煌本为：“色带冰霜影，光含霜雪文”，两句皆用“霜”字，似犯重，这也是早期五律易出现的现象，在庆大本已为：“色带冰绫影，光含霜雪文。”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敦煌本中平仄、对仗不合律的地方，在张庭芳注本（以庆大本为代表）已合律了。而早期律诗，格律未严，不合律的现象还存在着。正如明人胡震亨所言：“神龙而后，音对俱谐。诸家既有合作，沈宋尤为擅场。就中五字之谐差，先故珠英前彦早逗流美之径。七字之谐差晚，故开元右丞犹存失粘之疵。”（《唐音癸签》卷一）综上所述，李峤《杂咏诗》敦煌本的底本的形成时间应早于747年的张庭芳注本，它在许多方面更接近李诗原本的面目。
其次，据敦煌残卷所录诗体进行推测。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旁证。那就是斯555号李峤杂咏注的背面是唐人选唐诗，残存李义府侍宴咏鸟，宋之问咏壁上画鹤，前乡贡进士樊铸上礼部李侍郎诗十首（现存九首）。李义府、宋之问、樊铸都是生活在与李峤前后时期的诗人，敦煌残卷录有绝句三十七首。我认为，在同一张卷子的正反两面皆录同一时期诗人的近体诗，应该不是随意而为的。这些诗人所处的时间正是近体诗逐渐定型，广为流传的时期，李峤《杂咏诗》于705年完成初本，作为普及五律的范本，产生不久就有人为之作注，流传到当时与中原地区保持密切联系的敦煌。敦煌地区与中原地区从来就具有密切的联系，项楚师在《敦煌诗歌导论》中写道：“自从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开始，敦煌地区就和中原地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安史之乱以前的唐代全盛时期，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文化曾经源源不断地涌进敦煌地区，推动着敦煌地区文化的同步发展。中原诗人精美绝伦的诗篇也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播，受到敦煌人民的热爱，哺育着敦煌诗人的成长。”[13]因此，可以说“句语宏赡，音节雄亮，比偶精严”（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的《杂咏诗》和同一时期的优秀近体诗作传到了敦煌，对这一地区的近体诗创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由于到敦煌的交通比漂洋过海到日本要便利些，在一般情况下，流传到敦煌的本子的时间要比流传到日本的时间为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初步认定，在目前所见的李峤《杂咏诗》的各类版本中，敦煌本的底本应该是最早的，注者可能就是张方所注。因此，关于李峤一百二十首《杂咏诗》的整个版本源流可以作如下推测：李峤从702至705年间断断续续地创作了一百二十首五言律诗，由于诗中大量典故的使用，以及其主要目的是给童蒙提供一种学习五律的范式，因此，这组诗一产生就有人为之作注，并在较短的时间内传到敦煌，而随着律诗的进一步成熟，独为“文章宿老”的李峤很有可能在去世之前（715年）对初本的部分不合律之处进行了改动，甚至有些诗可能还进行了重写，所以，747年张庭芳所注的本子已是“藻丽词清，调谐律雅”了。《杂咏诗》至迟在嵯峨天皇（809——823）时期传到日本
，佚存本和庆大本都是这一系统的古抄本。而明铜活字本和《全唐诗》本则在诗文、体例及诗注方面都和前两类版本颇异，其中的主要原因除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般抄写讹误而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诗注佚失而导致部分诗句不解，人们便依据成熟的律诗标准对这些诗句进行了改动。从某种意义而言，这一过程正体现了五言律诗由逐渐定型到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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